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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格局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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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在全国尺度下分析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平衡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

与开发利用提供依据。【方法】本文基于 2021年 346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

级自然公园 3类）数据，结合出行 O-D点智能查询系统（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和地理探测

器，对 2846个县级行政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差异、影响因素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关系进行研究。【结果】

①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均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国家级自然公园呈现“东南高、西北低”

的格局，3类保护地可达性形成了空间互补模式。②高程、地形起伏度和县域面积是影响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可达性的主导因子，保护地密度和高程则是影响国家级自然公园可达性的主导因子。③3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面临的生态保护-人类利用矛盾与压力存在显著差异。【结论】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

差异与互补关系，应结合人口分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差异化的保护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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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保护地是全球公认的保护生物多样性、自

然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重要途径，不仅承载着生

态保护任务，也承担着生态服务均等化，全民共享

与绿色发展的多重使命[1-5]。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

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逐步

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

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标志着我

国在保护区制度建设上进入体系化、网络化阶段。

目前对自然保护地的研究多集中在生态保护层面，

比如，在国际上有些学者采用跨学科手段对物种多

样性在维护保护地生态平衡中的效果进行了评

估[6-8]，有些研究成果论证了生态保护与人类活动之

间的相互关系[9]。国内学者多关注自然保护地生态

价值的演变[10-13]，由此对保护地未来的发展提出建

议[14,15]。随着人们对自然保护地生态服务质量与数

量需求的增加[16]，开发利用成为自然保护地重要资

金来源的同时[17]，也逐渐对生态保护成效构成威

胁[18]，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矛盾已

经成为自然保护地研究亟须回应的议题[19-22]。

可达性作为连接人与自然保护地的关键条件，

通过影响人类活动强度，深刻塑造了生态保护与人

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与社会和经济等可达性相比，

交通是连接人与保护地的核心通道，成为影响人类

活动强度和冲突发生的重要因素[23,24]。目前学术界

在交通可达性方面的研究归纳起来存在如下局限：

①交通可达性常被用于分析局部尺度下的单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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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保护地的空间分布特征[25-27]，全国尺度各类型保

护地的综合分析尚需加强。②在制度功能属性上，

未考虑各类保护地在功能定位、管理目标及生态服

务价值等方面的差异。③在技术方法上，以往对可

达性的估算多基于 ArcGIS的网络分析法或栅格成

本距离分析法[28]，难以对交通模式和城市复杂路况

产生的影响进行准确测度[29]。④在指标选择上，现

有研究对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和可达性影响因子

的分析主要采用单因子定性描述的方法[30]，无法深

入了解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与因子间的综合作用

关系。为此，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的关键时期，

突破既有方法瓶颈，系统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地可达

性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协调生态环境保

护与社会服务功能之间的平衡具有意义[31,32]。

本 文 基 于 百 度 地 图 LBS（Location-based 

Service）开放平台开发的出行 O-D点智能查询系统

（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

对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进行计算，并结合

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试图回答以下

问题：①不同时间阈值下，3类自然保护地的可达性

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是什么？②3类自然保护地

的可达性与人口分布之间的空间关系如何？对上

述问题的回答可为平衡自然保护与人类活动之间

的矛盾，推进差异化的发展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我国自然保护地曾经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野生植物

原生境保护区（点）、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

栖息地”等十几种类型，导致边界重叠、功能冲突等

各种问题，限制了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和系统性管

理。《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自然保护地已统一划分

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 3类，其他类型

保护地需纳入与整合至上述 3种类型之中。本文以

整合的上述3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为研究对象。

3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名录来源于国家及各

省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官方

网站。对截至 2021 年底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名

录和空间数据进行整合，共计国家公园 5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378处，国家级自然公园 3081处。国家

公园的空间边界根据官方发布的行政区划图绘制

（图 1a），主要布局于西北及东北重要的生态屏障

区，总数量很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界来源于中

国自然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平台，黄土高原、东南

丘陵等中东部地区数量占多，西藏、新疆、青海等地

在面积上占有绝对优势（图 1b）；国家级自然公园的

点位置借助高德地图进行标定，主要分布在华北平

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人口密集区域（图1c）。

图1   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地理分布

Figure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69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因数据缺失未统计港澳台地区和三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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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地理单元进行统计，研究

区内共有 2846个县级行政区（因数据缺失未包括台

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三沙市）。县级

行政区边界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人口数据

来源于《2020 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全国道路

数据来源于 2022 年开放街道地图（Open Street 

Map），并通过提取道路中心线方法简化了路网。

2.2  研究方法

2.2.1  县级行政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出行 O-D 矩

阵的构建方法

以各县级行政区的几何质心作为出行的 O

（origin）点。虽然目前研究中常用几何质心方法来

定义目的地 D（destination）点的位置[33]，但由于这种

方法在计算面积较大的国家公园与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时会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对于这两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地，以其出入口作为 D 点；对于面积较

小的国家级自然公园，以其几何中心作为D点。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出行多以城际或跨省的

中长途为主，相比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机动车出

行给保护地带来的生态威胁较小[34,35]。依据《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保护规划》《“十四五”交通发展规

划》，将 3、5、8 h 作为时间阈值测算可达性，分别对

应市域日常、省内周末以及跨省长途 3个尺度。参

考《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中高速公路

最高时速 120 km的设定，机动车在 3、5、8 h 分别可

达360、600、960 km。

基于ArcGIS近邻工具，识别O点到达各国家公

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最近入口位置，分别生成

14230、1075788对O-D点以及相应经纬度坐标。由

于县级行政区-国家级自然公园的O-D矩阵数量庞

大，为减少计算量，以O点为中心，利用ArcGIS生成

近邻表工具，再以 360、600、960 km为半径构建搜索

范围，分别生成593878、1473460、3125690对O-D点。

将 3种国家级保护地的O-D点对批量导入Travel O-

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TIQS 会基

于百度地图后台的交通路网和实时路况数据，根据

经纬度坐标对这些O-D点的出行时间、出行距离等

进行查询计算[36]，并将结果存储至数据库中。

2.2.2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的计算方法

累积机会法将各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都纳入

可达性的测算范围[37]。该方法常解释为出行者在一

定时间内可获得服务机会的数量。但由于国家级

自然公园的绝对数量优势，如果以阈值时间内获得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数量来表征可达性，将极大削

弱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作用地位，因

此，最终可达性以各县级行政区在不同时间阈值下

获得的各类保护地的面积总和进行表征，计算公式

如下：

Ai = ∑
t ≤ T

( )An
i + A r

i + Ap
i （1）

An
i = ∑

t ≤ T

S n （2）

A r
i = ∑

t ≤ T

S r （3）

Ap
i = ∑

t ≤ T

S p （4）

式中：Ai 为县级行政区 i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

性；An
i、A r

i、Ap
i 分别为县级行政区 i在时间阈值T下可

获得的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自然

公园的面积总和，用以表征其国家公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和国家级自然公园的可达性；t为县级行政

区 i 到 3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小汽车出行时间。

本文取 3、5、8 h；S n、S r、S p 分别为县级行政区 i 在时

间阈值 T下通过小汽车可到达的国家公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自然公园的面积。

2.2.3  地理探测器方法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探测和分析地理现象

空间分异性的统计模型与工具[33]，可用于分析不同

驱动因子对自然保护地可达性的影响程度，主要用

q值度量各类驱动因子对自然保护可达性的决定力

大小，计算公式如下：

qa = 1 - ∑
h = 1

L

Nh σ
2
h

Nσ 2
（5）

式中：qa 为影响因子 a 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

的决定力，取值范围[0, 1]，q值越大，因子的解释力

越大；h=1, 2, …, L为驱动因子的分层数；Nh 和 N 分

别为 h层子区域样本数和全国样本数；σ 2
h 和 σ 2 分别

为h层和全国的因变量的方差。

2.2.4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本文利用GeoDa软件，以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

（Bivariate LISA）为空间自相关的度量指标，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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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和人口分布的供需空间配置关

系，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 I = z i
x∑

j = 1

n

wij z
j
y （6）

式中：Moran’s I 为局部莫兰指数，其结果可分为 

高-高聚类（H-H）、低-低聚类（L-L）、高-低聚类（H-

L）、低-高聚类（L-H）4种集聚类型；z i
x 为区域 i的自

变量 x（保护地可达性）的标准化值；z j
y 为区域 j的自

变量 y（人口数量）的标准化值；wij 为区域 i和区域 j

之间的空间权重。

3   结果与分析
3.1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格局

利用几何分类间隔法（Geometrical Interval）对3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进行空间可视化。不

同时间阈值下的各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具

有较大的空间差异。

国家公园的可达性较差，虽然随着出行时间阈

值由 3 h增加至 8 h，其服务范围从青海南部、四川中

部、陕西南部、长白山区域、浙闽赣交界和海南扩大

至西北南部、川渝、东北中部、华东南部、华中西北

部以及华南南部（图 2a-2c），但在 8 h 阈值下仍有

1631个县域未被其服务范围覆盖。在 3、5和 8 h阈

值下可达性均表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在

8h阈值下青海的可达性最高，四川盆地和黄土高原

次之，江南丘陵和浙闽丘陵最低（图 2c），这与国家

公园数量较少，且在中西部占有绝对的面积优势

相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可达性相对较好，3 h下有

341个县域未被其服务范围覆盖（图 2d），5 h下未被

覆盖县域减少至 77处，集中在新疆、西藏、四川西部

和东北北部等偏远地区（图2e），8 h下未被覆盖县域

继续减少至 12 处，零星分布在新疆和西藏（图 2f）。

在 3、5和 8 h阈值下其可达性亦表现出“西北高、东

南低”的格局，且随着时间阈值的增加，可达性的空

间连续性增强，整体呈现由西北向东南的圈层式递

减。在 8 h阈值下可达性最高的地区聚集于新疆南

部和西藏大部分地区，可达性次高的区域分布于西

北中西部和东北南部，新疆西北部、云贵高原和东

南沿海的可达性最低（图2f）。

国家级自然公园的可达性最好，在 3 h 下仅有

61 个县域未被其服务范围覆盖，集中西南地区（图

2g），5 h 下未获得服务的县域减少至 17 处，零星分

布在西南地区（图 2h），至 8 h时间阈值时，其服务范

围已能完全覆盖所有县域（图 2i）。与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相反，在 3、5和 8 h阈值下国家级自然公园可达

性表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图 2g-2i）。在 8 

h 阈值下可达性较高的地方集中在东北、华东和湘

黔交界区域，可达性较低的地方集中在西南、西北

等地区（图2i）。

总体来说，西南、西北、华中和华南大部分县域

无法获得国家公园的服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

家级自然公园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公园服

务不足的问题（图 2j-2l）。国家公园与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服务范围偏向西部地区，而国家级自然公

园则偏向华东、东北等东部地区，3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地的可达性形成了一定的空间互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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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2

图2   不同时间阈值下3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格局

Figure 2   Spatial patterns of accessibility to three types of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at different time thresholds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69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因数据缺失未统计港澳台地区和三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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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影响因素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可达性高低受多种因素

的综合影响，借鉴已有研究[38,39]，并结合本文实际，

选取了 5类指标共 10个影响因子作为自变量，分别

将 3、5 和 8 h 时间阈值下 3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

可达性作为因变量，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各因子对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的影响程度。

3.2.1  单因子分析

表 1为不同时间阈值下的单因子探测结果。国

家公园可达性的最主要影响因子为高程，其次未地

形起伏度、县域面积和坡度；随着时间阈值的增加，

影响因子的重要性也发生变化，高程、地形起伏度

和坡度对国家公园可达性的解释力随时间阈值的

增加而逐渐加大，县域面积的解释力则有所下降。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为县

域面积，但其解释力在 8 h阈值下有所下降；高程是

影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的另一重要因子，并

且随着时间阈值的增加其影响逐渐增强。国家级

自然公园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保护地密度、人

口密度、高程，且它们对国家级自然公园可达性的

解释力随时间阈值的增加而逐渐加大。综合来看，

高程与自然保护地分布密切相关，且影响交通基础

表1   3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影响因素的单因子探测结果

Table 1   Single-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accessibility to three types of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保护地类型

国家公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自然公园

变量类型

保护地因素

交通因素

行政区划因素

经济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

保护地因素

交通因素

行政区划因素

经济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

保护地因素

交通因素

行政区划因素

经济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

影响因子

保护地面积

保护地密度

道路密度

县域面积

距区县距离

人口密度

人均GDP

高程

坡度

地形起伏度

保护地面积

保护地密度

道路密度

县域面积

距区县距离

人口密度

人均GDP

高程

坡度

地形起伏度

保护地面积

保护地密度

道路密度

县域面积

距区县距离

人口密度

人均GDP

高程

坡度

地形起伏度

3 h可达性

0.012***

0.009***

0.012***

0.028***

0.009***

0.014***

0.005*

0.040***

0.007**

0.015***

0.022***

0.009***

0.009***

0.105***

0.012***

0.014***

0.003

0.031***

0.003

0.013***

0.005**

0.081***

0.033***

0.014***

0.020***

0.041***

0.055***

0.034***

0.007***

0.012***

5 h可达性

0.010***

0.012***

0.017***

0.021***

0.010***

0.015***

0.006**

0.065***

0.019***

0.024***

0.025***

0.012***

0.012***

0.179***

0.018***

0.020***

0.001

0.054***

0.003

0.016***

0.010***

0.132***

0.053***

0.026***

0.035***

0.059***

0.050***

0.094***

0.013***

0.041***

8 h可达性

0.022***

0.012***

0.021***

0.017***

0.016***

0.021***

0.013***

0.143***

0.033***

0.038***

0.026***

0.028***

0.024***

0.100***

0.030***

0.043***

0.005*

0.118***

0.002

0.034***

0.023***

0.188***

0.059***

0.036***

0.046***

0.073***

0.022***

0.191***

0.009***

0.073***

注：*表示p＜0.050，**表示p＜0.010，***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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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布局与通行效率，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

的关键影响因子。地形起伏度和坡度的影响机理

与高程类似。此外，由于国家级自然公园多分布于

人口较多区域，人口密度成为影响其可达性的重要

因素之一。

3.2.2  多因子交互作用分析

对驱动各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的有

效因子进行交互探测（图 3）发现，变量间均出现双

图3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Figure 3   Factor interactions influencing accessibility to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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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增强现象，表现为双向增强或非线性增强，不

存在减弱和独立关系，说明各类自然保护地可达性

变化受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但其交互作用在不同时

间阈值之间存在明显分异。

在 3 h 时间阈值下，县域面积与人均 GDP 的交

互作用对国家公园可达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最强；

但随着时间阈值的增加，该交互项的解释力逐渐下

降。这主要因为国家公园多分布于偏远山区且以

生态保护为主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县域面积较大

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坡度

与县域面积的交互作用在 3 h 和 5 h 时间阈值下最

强，在 8 h 时间阈值下该交互作用的解释力有所下

降；高程和坡度组合在 8 h 时间阈值下起到重要作

用，说明随着可达性空间的扩展，以高程与坡度为

代表的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被逐渐放大。国家级自

然公园的可达性影响因素中，保护地密度与人口密

度、人均 GDP 和高程的交互作用在 3 h 时间阈值下

提供了较高的解释力，且在 5 h和 8 h时间阈值下进

一步增强，原因是国家级自然公园主要分布于东、

中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

3.3  可达性与人口分布之间的空间关系

如果仅关注保护地的可达性差异而忽略人口

分布，就可能对保护地空间优化造成误导。因此，

本文利用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进一步探究各类自

然保护地可达性与人口分布之间的空间关系。根

据模型结果，各类自然保护地可达性与人口分布之

间的空间关系可划分为 5类：N-S为非显著集群；H-

H 为高可达性、高人口数量集群；L-L 为低可达性、

低人口数量集群；L-H 为低可达性、高人口数量集

群；H-L为高可达性、低人口数量集群。

由图 4a-4c 可见，随着时间阈值由 3 h 增加到

8h，国家公园的H-H集群集中在四川盆地；H-L集群

从青海南部扩大至西南西部和四川中部；L-H 集群

仅在 8 h 下出现，零星分布在两广南部、两湖东部、

浙江、辽宁北部；L-L 集群在 8 h 阈值下集中在闽赣

交界与长白山区域。由图 4d-4f 可见，随着时间阈

值由 3 h增加到 8 h，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H-H集群

逐渐向四川盆地集聚；H-L 集群也由 376 个增加至

392个，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西部；L-H集群

则由1040减少至935个，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L-

L集群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云南和新疆北部。由

图 4g-4i可见，随时间阈值由 3 h增加到 8 h，国家级

自然公园的H-H集群向华南北部、华东北部和华中

中部聚集；L-H集群由1030个减少至568个，8h阈值

下主要分布在华南南部和华北平原；H-L 集群在 3

个时间阈值下相对较少，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分地

区；而L-L集群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

从 3 类自然保护地的整体分类结果（4j-4l）来

看，H-H集群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长江三角洲、华

南北部、华东北部和华中中东部，这些区域面临着较

大的生态保护与人类活动冲突压力；H-L 集群分布

于西南和东北地区；L-H 集群分布在华北平原和华

南南部，在这些区域，如何提高自然保护地可达性以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是之后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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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4

图4   不同时间阈值下3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关系

Figure 4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three types of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at different time thresholds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69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因数据缺失未统计港澳台地区和三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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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集群则广泛分布于西北、西南、华北和东北北部。

4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4.1  结论

可达性是平衡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人类活

动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全国尺度的 3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为研究对象，基于 TIQS 对其可达性进行测

算，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可达性影响因子及

交互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3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具有显著的

空间分异特征，国家公园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

“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国家级自然公园则相反，

在空间上形成互补关系。

（2）在不同时间阈值下，高程、地形起伏度和县

域面积所表征的自然地理因素与区位特征是影响

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的主导因素，

相比之下，国家级自然公园可达性则主要受保护地

密度与高程的影响。

（3）3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面临的生态保护-人
类活动矛盾呈现显著差异。高国家公园和自然保

护区可达性、高人口数量地区生态保护压力突出，

以四川盆地为典型；而西部更广大地区仍以高可达

性、低人口数量或低可达性、低人口数量特征为主，

生态旅游的发展动力相对不足。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基于类型分异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差异化

发展

国家公园面积较大，生态敏感性较高，人类活

动也可能引发严重的生态问题[40]。需要特别关注可

达性较高且服务人口较多的国家公园，应确保其在

生态保护优先前提下进行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

对于可达性较差的国家公园，可通过“云旅游”等措

施提高其生态服务供给。位于西部、可达性较高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保护与利用矛盾相对缓和。

而华南地区南部与华北地区中部等可达性较差但

人口较多的区域则可以通过构建绿色通道等措施

提高国家级自然公园可达性。

（2）基于区域格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分区

发展

通过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关系识别，结合

区域差异性保护与利用协调理论[41]，在我国东部的

高可达性、高人口数量区域，应适当增加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与国家级自然公园数量，推动生态服务的

末端供给与下沉。而西部地区的低可达性、低人口

数量型区域，可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落实生态

补偿机制，为其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提供资金

基础。

4.3  研究展望

本文揭示了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格

局及其影响因素，但可能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受限

于保护地空间数据的公开程度，仅基于现有有效数

据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名录进行整合，在数据时效

性和精确性方面仍有不足；其次，仅考虑了机动车

交通可达性，未将公共交通及多方式衔接纳入分

析。再次，没有兼顾公众对自然保护地的认知。未

来研究可结合多交通方式与公众认知等方面，进一

步完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研究体系，为生态

保护与服务功能的协同优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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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cessibility to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YANG Wenyue, CHEN Yani, CONG Yanguo 

(College of Forestr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accessibility to various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at the national scale, aiming to provide a basis for  balanc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in these areas. [Methods] Based on data from 3464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in 2021 (national parks,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and national natural 

parks), this study used the 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 (TIQS) and Geodetector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ccessibility to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cross 2846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Results] (1) Accessibility to national parks and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showed a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west and low in the southeast”, while 

national natural parks showed a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outheast and low in the northwest”. The 

accessibility to the three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formed a spatial complementary pattern. (2) 

Elevation, terrain relief, and county area were the do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essibility to 

national parks and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while protected area density and elevation were the 

do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essibility to national natural parks. (3)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essures betwee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human activities faced by the three types of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There are notable 

spatial disparities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in accessibility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al-level protected areas. Differentiate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resource 

endow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Key words: protected areas; national park; nature reserve; natural park; accessibility; Geo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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